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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产性特征对农药施用的影响：

机制与证据

高晶晶 史清华

摘要：作为保障型生产资料，农药对农业的稳产高产起着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当前中

国的农药使用普遍存在着用量较大、效率较低的问题。本文基于 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的一般

形式，结合中国生产实际情况，梳理农户生产性特征对农药施用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并运用 1995～

201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户生产性特征对农户农药用量存在显

著影响。具体地，化肥施用强度越大的农户，一定程度上其农药单位用量也越多；土地耕种规模的

增加有助于减少农药用量，但土地细碎化程度会降低土地规模的这一减量作用，特别是对主粮类大

田作物。此外，农户的用药强度还受到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正向影响，即农户的农产品用于销售 的

比例越高其施用更多农药的可能性越大。

关键词：农药 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 土地规模 商品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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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药是现代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投入要素之一，但与化肥等的基础生产性功能不同，其主要是作

为一种保护性要素，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对产量和品质起着保障性的“保驾护航”作用。根据控制目

标的不同，农药主要可分为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和生长调节剂四类，最常用且用量最大的为前

三类。据统计，全球每年有 45%以上的粮食产量因病虫害而损失，因此有效的病虫害防治和管理成

为保障农作物产出的战略之一（Abhilash and Singh，2009）。然而，中国当前的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

着农药用量过度、平均利用率较低等问题（米建伟等，2012）。整体上看（如图 1所示），1991～2016

年中国农药的用量水平始终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增幅较大，2016年单位用量为 10.44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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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是同期全球水平的 4.04倍，是 1991年中国水平的 2.05倍。与此同时，中国目前农药的平均

利用率仅有 35%①
。大量的农药微粒蒸发至大气，残留在土壤和水体中，使其成为除化肥外导致中

国农村面源污染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而残留在农产品上的农药通过食物链或饮用水直接或间接地进

入人体，在内脏器官中积累，进而影响人们正常的生理活动，危害人体健康（钟秀明、武雪萍，2007）。

特别是作为农药直接施用者的农户（农民），因为外部信息的缺失，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意识，常常

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直接进行农药喷洒作业，长期暴露在农药环境中更使得其自身健康受到了直接的

威胁和影响（Arcury et al.，2002；蔡键，2014）。为此，原农业部 2015年制定了《到 2020年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强调了“推进农药零增长行动”，2019年

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进一步提出“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的目标

和要求。因此，为了更好地调整农药用量、最终实现合理用药的目标，梳理农户生产中农药的施用

机制、准确把握影响其农药用量的主要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年份

图 1 1991～2016年中国和世界农药用量水平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17年，历年），中国统计出

版社；FAO数据库（http://www.fao.org/faostat）。

目前关于农户用药行为的研究已有不少，普遍研究结果认为：风险偏好程度、农产品价格、生

产补贴政策等造成农户收益直接变动的因素是决定农户农药用量选择的重要因素（黄季焜等，2008；

米建伟等，2012；Liu and Huang，2013；王常伟、顾海英，2013；朱淀等，2014）。除此之外，样本

农户成员的身份、知识水平等个体特征，土地面积及土壤质量等自然环境条件，收入结构及兼业程

度等经济水平也会影响农户农药施用行为（李红梅等，2007；蔡荣、韩洪云，2012；王常伟、顾海

英，2013；童霞等，2014；朱淀等，2014；纪月清等，2015；田云等，2015）。同时，由于保护性功

能特征，农户对农药具有相对较强的需求刚性，因此政府有力的外部监管（如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

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等）、对农户合理用药的技术培训以及农药税等政策被证实是规范农药施用量的有

效措施（Goodhue et al.，2010；Templeton，2010；Jacquet et al.，2011；王建华等，2014；李昊等，

①
参见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到 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http://www.zzys.moa.gov.cn/gzdt/201503/t201503

18_63099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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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而相关政策、培训的欠缺被认为是造成当前农药施用普遍过量的主要原因（Abhilash and Singh，

2009）。

通过与已有研究的比较，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已有文献的数据多为基于统

计年鉴的宏观数据，一些基于田野调查的微观数据样本量也相对较小；同时研究对象相对单一，多

为某种作物或无品种划分的农业生产整体。本文运用 1995～2016年大样本、长序列的微观面板数据，

对中国农户农药的施用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并进一步分类考察了小麦、水稻、玉米三种主粮作物

以及蔬菜、水果两类经济作物中的不同情况，可以为今后相关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综合的借鉴和

参考。其二，由于数据资料的约束或研究框架的局限，已有研究对于影响因素的控制缺乏系统性和

全面性，可能会由于遗漏变量而导致解释力不足或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同时，除市场因素外，已有

研究将农户农药用量主要归因于风险态度等主观影响因素。但农药作为一种保护性要素，农户用其

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农产品的最终产出，进而保障收益。因此，农户生产环节中各主要要素（土地、

劳动力、资本等）投入以及生产商品化程度等相对客观的生产性特征类因素也应对其有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 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阐述了这一影响机制，进而在尽力控制了其他所有可能的影响

因素后，用大样本的微观数据测算了化肥用量、土地规模、劳动力投入、产品销售比例等主要生产

性特征对农户农药强度的影响大小，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相关分析研究更加全面。

二、理论框架

在进行农户农药用量的理论分析时，已有研究常用的是由Hall and Norgaard（1973）以及 Talpaz

and Borosh（1974）最早提出的 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王常伟、顾海英，2013；张军伟等，

2018），本文同样基于该生产函数搭建理论分析框架。基本模型如下 ：

0 1 2 3( , , ,Y F x x x ） （1）

   0 0= 1- + 1-Y Y Y D Z     （2）

 0 1Z Z C T    （3）

   1 2 3 1 2 3, , , ,... , , , ,...y x t xI P Y P X PT P P P P X x x x     （4）

上述公式中， 0Y 为理想条件下（即没有任何病虫、杂草等因素的干扰），农户投入要素 1 2 3x x x、 、

等（分别代表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后理论上可获得的总产量或者可理解为农户预期获得的作物产

量。然而，现实中病虫、杂草等外生因素可能会造成农作物不同程度的减产，它们对产量的这一影

响用损害函数  D Z （damage function）①
来表示，其中Z 为实际造成损害的病虫、杂草等的数量。

因此，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变为Y ，如（2）式所示，其中为农作物产量受病虫、杂草影响的可能

①
不失一般地，   0D Z  ，即病虫草害等的数量越多，产量受损的比例越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生产条件下病虫

草害本身对作物的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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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病虫杂草危害发生的概率
①
，  0 1 ( )Y D Z 为农作物理想产出受病虫杂草危害等影响后剩余

的部分。农药对农业生产的保障功能体现在对病虫、杂草等数量的干预上，如公式（3）所示。 0Z 为

害虫、病菌、杂草等的自然初始数量，T（treatment）代表使用的农药数量，  C T 为控制函数
②
（control

function），表示农药对病虫、杂草数量的控制程度。若假设最终农产品价格与农药用量无关
③
，农户

可获得的收益则为 I （如公式（4）所示），其中 yP 为农产品的单价， x tP P、 则分别为各要素和农

药的单价。

研究中常设     01 1G T D Z C T     ，由（4）式的一阶条件推导可得，以生产利润最

大化为目标的农户最优农药用量的决策条件为
④
：

 0y tPY G T P   （5）

以上基础分析框架中暗含的假设是所有农产品Y 均用于销售，农户在此前提下基于利润最大化

原则进行农药用量决策。事实上，在中国当前较普遍的小农户经营背景下，农业生产仍有一部分是

用于家庭自给，这部分自食自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不受市场因素的激励。因此，本文进一步

加入衡量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变量，即生产中计划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比例�，农户利润函数和最

优农药用量的决策条件进而变为：

   1 2 3 1 2 3, , , ,... , , , ,...y x t xI P Y P X PT P P P P X x x x      （6）

 0y tPY G T P   （7）

从（7）式中可以得出，农户的农药单位面积用量应与理想条件下可获得的作物单产 0Y 以及其

中计划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比例 这一综合的生产性特征正相关。其中关于 0Y 的考察，以往基于

damage-abatement 生产函数的个别相关研究在实证分析时便直接选取当年农产品产量来衡量。然而

事实上，农作物当年产量应是已投入农药进行病虫杂草控制后的结果Y ，并非理想条件下理论上可

获得的或者说农户预期获得的产出 0Y 。因此，这样的直接替代是欠妥的。 0Y 作为理想条件下的作物

产量确实几乎无法通过直接观测获得
⑤
，但是，基于农业生产函数的经典框架可以肯定的是，其大

小将直接与各类要素投入条件等特征相关。因此，土地、劳动力、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组合将通过

①
已有研究也常把 解释为作物产量受病虫杂草影响的比例（王常伟、顾海英，2013；张军伟等，2018）。

②  C T 0，即农药投入量越大对病虫杂草等的控制程度越强，衡量农药的效果大小，即对病虫杂草的杀伤力强度。

③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增加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农药用量小、残留低的农作物在相应市场中可能获得

更高的市场价格。此时，农产品价格对农药用量的影响将既包括产量要求增加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包括价格渠道产生

的负向抑制作用，最终影响方向将取决于两方面力量的相对大小。但本文数据样本基本为传统生产农户，不包括具有

规模化、品牌化并因此可能形成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的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因此该假设具有一定合理性。

④Fox andWeersink（1995）给出了不同形式损害函数和控制函数下  G T 具体解析式，但一致的是  G T 0，

 G T 0。因  G T 的具体形式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故为写作简洁不引入其具体形式。

⑤
除非在保证完全无菌、无病虫杂草的实验室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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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理想条件下产量��的大小而对农户用药量产生作用。具体地，本文将重点考察农户当年投入的

化肥、劳动力、机械化水平等要素对农药单位面积用量的影响。已有研究中常用“农业机械台数”

和“农业机械动力”两个指标来反映机械化水平，但本文的农产品研究中涉及小麦、水稻、玉米、

蔬菜及水果五类种植作物，不同作物品种在播种、耕作等整个种植环节中使用的机械均不尽相同，

且动力差异较大，对于多样化种植的样本农户也很难确定各作物使用的机械台数和动力数，此外除

自己购买实体农机外，农户还可通过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来实现机械化生产，因此，机械化水平不

好直接量化比较。但已有研究表明规模越大的农户可能越有条件使用固定成本更高的机械设备或购

买农机服务从而提高单产（顾天竹等，2017；张晓恒等，2017），因此本文选取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

作为对机械化水平的替代考察。

除上述要素投入和销售比例等生产性特征类因素的影响外，从（7）式中可以看出，农户的农药

用量还受到市场因素（ yP 和 tP）、病虫杂草害特征（ 、 ( )D Z 和 0Z ）以及农药本身性质（ ( )C T ）

等三类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也尽可能地予以控制，以减少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由于病虫杂草害特征更多地与土壤质量、天气情况等自然环境条件息息相关，农药药效

作为产品性能主要由相关的研发及生产厂商所决定，对农户来说，基本均属于主观难以控制的外生

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本文的研究目标，故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暂时未予具体讨论
①
。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该项调查于 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

建立，目前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农村部共同组织指导实施，调查范围包括除港澳台地区之

外的 31个省份的 300余个村约 2万余个农户。因稳定性高、覆盖范围广、样本容量大、调查指标

丰富等优势，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于微观农户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采用 1995～2016

年的户级数据，在初步处理异常值和缺失值问题后，所用样本年均约有 1.5万余户，数据为非平衡

面板，具体分布如表 1所示。

表 1 样本规模及变化 单位：户

年份 样本数 年份 样本数 年份 样本数 年份 样本数 年份 样本数 年份 样本数

1995 14669 1999 17020 2003 16410 2007 15988 2011 13637 2015 11721

1996 16183 2000 17081 2004 15840 2008 15133 2012 13376 2016 9772

1997 16578 2001 16737 2005 16340 2009 15252 2013 12946
合计 331051

1998 16901 2002 17127 2006 15773 2010 14357 2014 12210

（二）样本农户的农药施用情况

整体来看（如图 2所示），1995～2016年微观数据表现出的农药用量变化与前文宏观数据反映

①
虽然本文研究无法具体将此类变量的时间变化纳入，但下文实证分析中采用的固定效应模型被普遍认为可以有效解

决该类外生变量的遗漏问题，因此，不考虑该类外生变量不会对模型主要变量的有效估计产生影响。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A1%BE%E5%A4%A9%E7%AB%B9&code=28510141&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kVG1BK3krZlBydThoUUxic2t3NUdqemxH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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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的趋势基本一致，呈现出初始阶段较高速增长，2006年起增幅开始放缓并自 2015年起有轻微下降

趋势，2016年全国平均用量为 1.79千克/亩（26.85千克/公顷）
①
。与此同时，农药的投入成本却自

2002年起持续上涨。与 1995年相比，2016年农药价格增加了 60.89%。因此，农户应无恶意增加农

药用量的动机。进一步分区域来看（如图 3所示），仅有上海的农药用量相较于初始年份有下降，平

均每亩减少了 1.55千克。其余省份农户的农药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增幅超过 1千克/亩的省

份有 8个，而增长最多的海南，增幅甚至达到 2.37千克/亩，2016年其用量为 3.63千克/亩，是全国

平均用量的 2.03倍。

图 2 1995～2016年中国农户农药年平均用量及单位价格变化趋势

图 3 1995至 2016年各省农户农药年平均用量增减变化

注：重庆对照起始年为 1997年（设为直辖市），西藏为 1998年（农村观察点对于西藏的统计始于 1998年）。

分作物种类来看（如表 2所示），粮食作物的农药用量整体明显低于经济作物，其中施用强度最

大的为水稻，2003～2016年间平均用量为 1.65千克/亩，其次为玉米（0.81千克/亩），小麦最少，

为 0.70千克/亩。相比较，蔬菜的农药用量水平较高，2003～2016年间平均用量为 2.58千克/亩；而

水果的用量又远超过蔬菜，平均高达 4.69千克/亩，是用量最少小麦的 6.70倍。

纵向来看，各作物的农药施用量 14年间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依然为水

①
固定观察点数据中面积单位均为亩，为使用方便下文中均用亩，需要与前文对比之处将列出换算为公顷的结果。



农户生产性特征对农药施用的影响：机制与证据

- 7 -

果，由 2003年的 3.53千克/亩增长至 2016年的 5.69千克/亩，增幅为 61.19%。分经营规模来看，纵

向上与前文所述整体趋势一致，1995～2016年各规模农户的农药用量均有相对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

但横向上，农药的用量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明显下降
①
。土地规模在 10亩以上的农户，农药用

量最小，1995～2016年平均为 0.84千克/亩，而土地规模在 1亩及以下的农户平均用量为 2.92千克

/亩，是前者的 3.48倍。

表 2 各作物品种及土地规模农户的农药年平均用量 单位：千克/亩

年份
分作物品种 分土地规模

小麦 水稻 玉米 蔬菜 水果 ≤1亩 1～3亩 3～5亩 5～10亩 ＞10亩

1995 — — — — — 2.22 1.69 1.28 1.02 0.48

2003 0.58 1.34 0.69 2.37 3.53 2.72 2.16 1.71 1.42 0.71

2005 0.61 1.60 0.68 2.35 3.97 3.08 2.39 1.97 1.65 0.89

2010 0.70 1.70 0.83 2.59 4.95 3.16 2.51 1.99 1.69 1.09

2011 0.71 1.71 0.82 2.65 5.07 3.29 2.45 1.98 1.60 1.11

2012 0.80 1.74 0.91 2.76 5.53 3.01 2.45 2.01 1.69 1.20

2013 0.82 1.77 0.90 2.80 5.41 3.13 2.36 1.94 1.72 1.16

2014 0.82 1.83 0.90 2.88 5.44 3.06 2.36 2.01 1.79 1.16

2015 0.85 1.81 0.94 2.96 5.58 2.98 2.35 2.02 1.76 1.14

2016 0.88 1.84 0.92 2.98 5.69 3.03 2.34 1.93 1.75 1.12

整体 0.70 1.65 0.81 2.58 4.69 2.92 2.23 1.75 1.44 0.84

注：固定观察点数据中关于分作物种类的相关数据始于 2003年。

四、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基础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的理论框架推导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首先选择化肥施用量、土地面积、土地细碎

化程度、劳动力流出比例等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农药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两种市场因素以及

土地类型、产品销售方式、农户特征等其他可能会对作物单产产生影响的因素，采用面板数据个体

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方法，构建如下基础计量模型：

   
0 1 2 3 4 5

6 , 1 7 1 2

8 9 10

ln ln ln ln _ ln
ln _ ln ln _

_

P F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 i it i

it it it t i it

Q Q land simpson labor flow P
product price land labor flow

mode land type Controls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①
对这一判断，有人可能会有异议，认为农药用量与土地规模的这一相关性与种植结构相关，因为大规模种植（特别

是几十亩、百亩以上）多为主粮类大田作物，如前文所述，主粮作物的平均用药量本身相对就小。为此，本文进一步

按作物种类分类，统计了各类作物农药单位用量与其种植规模的关系，发现这一结果在各作物品种中均成立（因统计

表格过大，不在正文中列出），因此排除种植结构的影响，后文分作物种类的计量估计结果也可进一步证明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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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式中，
P
itQ 为被解释变量——农户农药的单位面积施用量，

F
itQ 为农户化肥的单位面积施

用量。 itland 为农户经营土地总面积， itsimpson 指数为常用的衡量土地细碎化程度的指标，其数

值越大代表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
①
。 _ itlabor flow 表示农户家庭劳动力中的外出比例，用于从侧面

反映农户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情况
②
。同时加入土地规模和劳动力变量的交叉项，用以克服二

者异质性可能带来的影响，并考虑到主变量回归系数的意义进行去平均处理， 1i 、 2i 分别为二者

的均值，下文中交叉项简写为 land labor  。 itP 为农药当年的单位价格， , 1_ i tproduct price  为

上一年农产品价格（这里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③
予以衡量）。 itmode 为农产品的销售方式，

_ itland type 为土地类型，Controls为其他可能影响单产进而影响农药用量的农户特征，包括户

主的身份特征、受培训情况、受教育程度和年龄。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if 为个体固定效应， it 为

随机扰动项。 0 ～ 10 分别代表各回归系数，变量下角标 i表示农户个体， t表示年份。变量设置

的详细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 主要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简写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农药施用量
PQ 千克/亩 1.59 1.75

化肥施用量
FQ 千克/亩 103.14 83.63

土地面积 land 当年经营土地面积（亩） 9.02 12.65

土地细碎化程度 simpson  22
1 11 /i i

n n
i ia a    0.65 0.26

家庭劳动力流出比例 _labor flow 外出劳动力数/家庭总劳动力数 0.35 0.35

农药价格 P 元/千克 24.93 17.30

农产品价格指数 _product price 1994年=100 138.47 41.83

产品销售方式 mode 即时销售=1，合同销售=0 0.95 0.21

土地类型 _land type 水田=1；旱田=2；塑料大棚=3 1.66 0.49

户主身份特征 identity 是否村干部：是=1，否=0 0.05 0.26

户主受培训情况 train 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是=1，否=0 0.12 0.33

户主受教育程度 edu 在校学习时长（年） 7.49 2.64

户主年龄 age 户主实际年龄 52.68 11.00

（二）回归结果

1.农药整体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表 4为对农户农药单位面积用量的回归结果，模型（1）、（2）、

①  22
1 11 /i i

n n
i isimpson a a     ，n为农户所有土地的地块数目，

i
a 为各地块的面积，取值为 0~1。

②
固定观察点数据中对于家庭劳动力数的观察办法在 2003年和 2009年有所调整，为保障前后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本

文定义使用的家庭劳动力为家庭人口中 15周岁以上、非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优秀或良好的个体，外出劳动力定义为

家庭劳动力中外出从事非农工作 90天及以上的劳动力。

③
农产品价格指数为一定时期内农产品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及幅度的相对数。本文中 1994年=1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7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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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别为在化肥单位投入量、土地面积、土地细碎化程度、劳动力流出比例四类主要的农户生产

性特征和个体、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逐步加入市场影响因素（农药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农产品

销售方式、土地类型及农户特征等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逐渐增加变量的过程中，

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影响方向一致，表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根据模

型（3）的估计结果，各解释变量对农药用量影响的详细说明如下：

（1）在农户生产性特征中，化肥单位用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且系数为正。具体地，其单位面积投

入量每增加 10%，农药用量将增加 3.04%。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化肥施用强度越大，农户

对单位面积可能获得的产出预期越大，因而发生病虫害时也越有动机增加农药用量
①
。

（2）土地面积作为农户机械化水平的替代衡量指标，并未表现出通过提高作物单产进而对农药

用量产生正向刺激，其估计结果显著但系数为负。平均意义上，农户经营土地面积每扩大 10%，农

药用量将减少 2.03%，表明大规模农户的单位农药用量相对更小。土地细碎化程度的影响显著且系

数为正，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说明一定程度上，农户经营土地的零散程度降低了土地规模化的

质量，使规模扩大的作用效果大打折扣。估计结果显示，土地细碎化程度每加重 10%，农药的用量

将增加 1.09%，说明当前中国由于农村土地分配制度导致的农户经营土地较为细碎的现状一定程度

上加重了农药的用量。因此可以认为，有条件的情况下促进土地资源的整合将有利于调整当前农业

生产中的农药使用水平。土地面积的这一作用可能的解释有：一是规模化种植更多的是大田作物，

即主粮作物，而小规模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的偏多。如前文所述，主粮作物的农药用量远远小于经济

作物，对此下文将进一步检验。二是大规模农户更有条件采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无人机撒

药等），这些技术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药施用效率降低用量，还可能从根本上通过优化生产环境降低

病虫害发生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减少农药用量。三是小规模农户的用药强度更容易受到相邻农户行

为的影响，如相邻农户普遍用药较多，小农户则不得不使用同等数量甚至更多的农药，以避免自家

农田由于用药量相对偏小而成为病虫的“乐园”，遭受更大的损失。大规模农户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更好地控制农药用量。四是较大规模经营的农户本身可能具有更高的经营管理能力，对农药的利用

效率较高，因而单位用量较小。

（3）劳动力流出比例的估计结果显著且系数为负，但系数大小与其他影响变量相比很小，说明

劳动力对于农户农药用量的影响相对较小。平均意义上，家庭流出劳动力的占比每增加 10%，农户

农药的单位面积用量减少 0.31%。这一负向作用表明一般农业生产中农药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并不

太明显，更可能由于劳动力投入少、对产出并无较高预期或要求（如兼业化程度高，甚至抛荒弃耕

等情况）而减少农药投入。这一结果与部分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周曙东、张宗毅，2013），但也有学

者得出相反结论，认为兼业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可能性更高（朱淀等，2014）。不过，已有研究的样

本数量均相对较小，变量控制不甚完备，且研究对象均为某一种主粮作物。而从前文描述性统计分

①
化肥对农药用量的影响在技术层面还有一种可能的渠道，即长期较大的化肥施用强度可能导致土壤团粒结构破坏、

土壤硬化等问题，这种累积的土质的逐渐变化也可能增加该土壤中病虫草害发生的概率，进而增加农药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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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知，不同作物品种的农药用量情况差别很大，因此，本文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考察不同作物品种

中劳动力投入对农药用量的影响，以期得出更合理、准确的结论。

（4）控制变量中市场因素作用的结果与理论推导及前人研究结果均保持一致。农药价格的估计

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其每增加 10%，整体上的农药用量将减少 5.76%。而农产品

价格指数则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上一年农产品价格指数每增加 10%，整体上的农药用

量将增加 9.49%。农产品价格表现出的这一正向作用结果，一定程度上证实当前普通农户的生产机

制中产量要求对农药用量产生的正向刺激大于产品价格渠道的负向抑制，农药用量少的农产品没有

在最终交易市场中获得足够的更高的价格激励和肯定。因此，上一年农产品价格越高，当年农户就

越有动力增加农药投入以保障产出，而非减少农药用量来保证达到较少农药残留的产品标准。同时，

从二者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相比农药价格，农产品价格对农药用量的影响更大，即农户对农产品

价格的变动更敏感。

（5）其他控制变量中，土地类型的两个变量估计结果均显著且系数为负。农产品销售方式作为

可间接影响农户生产预期的因素对农药用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采用合同销售的方式没有对

农户起到规范农药用量的作用，而是通过产量机制对用量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刺激。农户特征类因素

中除受培训情况外，户主身份特征、受教育程度及年龄对农药用量均无显著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可

以说明农药作为应对病虫草害的生产保障要素，其用量在普通农业生产者
①
中与个人特征的关系不

太大，这两类控制变量对农药用量的影响同样与已有研究结果（王常伟、顾海英，2013）保持一致。

表 4 农药单位用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ln FQ
0.312*** 0.325*** 0.304***

(0.004) (0.003) (0.004)

ln land
-0.243*** -0.208*** -0.203***

(0.005) (0.005) (0.007)

simpson
0.122*** 0.134*** 0.109***

(0.015) (0.014) (0.021)

ln _labor flow
-0.026*** -0.022*** -0.031***

(0.005) (0.005) (0.006)

land labor 
0.049*** 0.039*** -0.011

(0.013) (0.011) (0.016)

ln P
-0.531*** -0.576***

(0.003) (0.004)

①
这里指区别于现代生态或有机农业生产者，他们普遍因文化程度较高、食品安全意识较强而选择其他方式控制病虫

草害，降低农药用量。对于广大的普通农民来说，他们相对缺乏必要的生产知识、技术、资本等条件，面对病虫草害

只能选择喷洒相应的防治农药。本文数据中的样本对象为传统的普通农户，基本不包括生态或有机生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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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_product price
1.475*** 0.949***

(0.018) (0.016)

mode
-0.119***

(0.012)

_land type
旱田

-0.078***

(0.010)

塑料大棚
-0.083**

(0.034)

identity
-0.003

(0.013)

train
0.026***

(0.009)

edu
-0.001

(0.002)

age
-0.001

(0.000)

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613*** -7.045*** -3.795***

(0.023) (0.091) (0.078)

R2 0.163 0.334 0.294

样本数量 149144 146012 92247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2.不同作物品种中农药用量的影响因素。前文为整体上农户农药用量的影响分析，但事实上，

不同作物由于品种特性、种植方式等的较大差异，可能遭受的病虫和杂草危害影响也有很大差别，

因此，各影响因素在不同作物中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可能也不尽相同。故在本节中，本文将进一步考

察不同主粮作物和经济作物中农药用量的影响因素情况。为了分析的更加充分和合理，基于前文基

础计量模型进一步做出以下调整：

第一，因细分了作物种类，进而将前文的农产品价格指数替换为各农作物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

土地经营面积替换为农作物当年的播种面积。同时，进一步增加当年各农产品销售比例
①
变量以考

察农户生产商品化属性这一生产性特征对农药用量的影响。

第二，前文模型使用的劳动力流出比例为外出劳动力个数占家庭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一定程度

上可能低估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量
②
，故本节中改用家庭劳动力流出时间比例（劳动力外出

①
虽然当年农产品销售情况也是农业生产过程完成后才发生的结果，但现实中农户在最初种植时对最终产出是以自食

为主还是销售为主有大致预期，即最终的销售比例与最初的种植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已有文献中也同样使用农产品

最终的商品化率来反映农户的不同种植目标（黄炎忠、罗小锋，2018）。
②
人数的比值意味着假设外出工作的劳动力完全不会再进行家庭农业生产，事实上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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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长占比）作为进一步优化的衡量指标，具体设定如下：

1

365
_

n

ilabor flow 


  劳动力一年从事非农工作天数

家庭劳动力个数
（9）

计量模型因此变更为：

  
0 1 2 3 4

5 6 1 2 7

8 , 1 9 10 11

ln ln ln ln _

ln ln _ ln

ln _ _

P F
it it it it it

s it i it i it

i t it it it t

i it

Q Q sowingarea simpson labor flow

ratio sowingarea labor flow P

product price mode land type Controls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10）式 中，
P
itQ 、 , 1_ i tproduct price  、 itsowingarea 、

F
itQ 分别为各农作物的农药单位

面积用量、上年实际销售价格、当年播种面积和化肥单位用量， _ itlabor flow 为家庭劳动力流出

时间比例， sratio 为各农产品销售比例，交叉项中 1i  和 2i  分别为 ln itsowingarea 和

ln _ itlabor flow 的均值，下文中将交叉项简写为 land labor  ，其余变量含义与之前的相同。

在调整和加入新变量后，各模型的 R2相较之前有显著增加，说明分作物品种进行拟合的合理性，具

体实证结果如表 5所示。

（1）主要解释变量中，化肥单位用量和土地面积的回归结果对于各农作物来说基本仍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影响方向与之前保持一致，进一步说明结果的稳健性，不再赘述。土地细碎化程度

在主粮作物中的回归结果同样与之前保持一致，但在经济作物中影响则不再显著，证实了大田生产

的主粮类作物更易受到土地细碎化的影响。而劳动力流出的影响除水稻外，在其余各作物品种中均

不再显著，水稻中的系数也进一步减小，说明相比于其他解释变量，劳动力确实不是影响用药强度

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与人工劳作相比，农药更高的除草灭虫效率本身就有节约劳动力及劳动时长

的作用，即农药喷洒施用本身需要的劳动力相对就少，在现代农业生产的中耕环节早已不再需要传

统生产中那么多的人力进行除草灭虫劳作。所以，劳动力流出代表的家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释放不

会对理性农户的用药强度有额外的较大影响。

（2）农产品销售比例在不同作物品种中（除蔬菜外）均在 1%的水平上对单位面积农药用量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用于销售的比例越大，以商品经营为主要目的的农户越有动力增加农药施

用强度来保障实现生产预期，而自给性质为主的农户因没有追求产量的生产预期，用药强度也就相

对较小。

（3）控制变量中，市场价格因素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与影响方向均与之前保持一致。农产品

销售方式的影响在不同农作物之间各有不同，其对主粮作物单位面积农药用量的负向作用相对更显

著，而对水果用药强度的影响则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不同品种产品销售

订单状况不同造成的。农户个体类特征的影响在不同作物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但影响依然相对较

单个农业劳动力本身很多为兼业，同时从事农闲时的外出打工和农忙时的务农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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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由于该类变量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故在此不做详细分析，未来将根据研究需要结合更多相关

针对性数据（如结合生态/有机农业生产者的个体特征）再进一步研究。

表 5 各作物品种农药单位用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小麦 水稻 玉米 蔬菜 水果

ln FQ
0.134*** 0.210*** 0.165*** 0.336*** 0.326***

(0.012) (0.009) (0.010) (0.010) (0.012)

ln sowingarea
-0.179*** -0.197*** -0.229*** -0.174*** -0.270***

(0.014) (0.011) (0.010) (0.011) (0.020)

simpson
0.113*** 0.186*** 0.068* 0.042 0.088

(0.043) (0.038) (0.038) (0.063) (0.063)

ln _labor flow
-0.005 -0.011* -0.008 0.000 -0.043

(0.009) (0.006) (0.007) (0.012) (0.014)

ratios
0.091*** 0.075*** 0.074*** 0.052 0.151***

(0.023) (0.017) (0.021) (0.036) (0.054)

 land labor 
0.026 0.030* 0.007 -0.019 0.068*

(0.023) (0.016) (0.015) (0.016) (0.035)

ln P
-0.744*** -0.651*** -0.710*** -0.610*** -0.662***

(0.009) (0.007) (0.008) (0.012) (0.015)

ln _product price
1.411*** 0.931*** 1.256*** 1.200*** 0.520***

(0.036) (0.027) (0.037) (0.058) (0.036)

mode
0.036 -0.088*** -0.076*** -0.024 0.099**

(0.027) (0.020) (0.025) (0.038) (0.045)

_land type
旱田

-0.052** 0.009 -0.027** 0.026 -0.069

(0.025) (0.016) (0.026) (0.042) (0.045)

塑料大棚
-0.071 0.161 0.013* 0.150** -0.187*

(0.107) (0.162) (0.094) (0.068) (0.098)

identity
0.003 -0.014 -0.001** -0.064** -0.037

(0.031) (0.026) (0.021) (0.041) (0.057)

train
-0.081*** 0.043*** -0.026 -0.128*** -0.045

(0.021) (0.016) (0.018) (0.026) (0.033)

edu
-0.009** 0.007* 0.009** 0.008 0.004

(0.004) (0.004) (0.004) (0.007) (0.009)

age
-0.001 -0.001 0.000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0.002) (0.003)

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743*** 1.083*** 0.704*** 0.350** 1.292***

(0.119) (0.096) (0.095) (0.152)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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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415 0.382 0.348 0.322 0.382

样本数量 16647 23795 26744 13963 739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在本文中已被充分考虑并尽力削弱，在现有数据条件下，本文尽可能地将理

论模型推导中得出的影响变量加入实证模型中，以尽量减少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时，

控制年份和农户个体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本身也有助于消除一部分内生性问题（陈强，2014）。为了

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农户家庭劳动力在本村内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用

�表示）作为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指标再次进行分析，结果如表̴�ݎ�݋�ܾ�ܽ� 6所示。可以发现，各主要

解释变量对农户农药用量的影响均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好

的稳健性
①
。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小麦 水稻 玉米 蔬菜 水果

ln FQ
0.155*** 0.206*** 0.181*** 0.339*** 0.305***

(0.012) (0.008) (0.009) (0.009) (0.011)

ln sowingarea
-0.185*** -0.192*** -0.198*** -0.172*** -0.239***

(0.013) (0.010) (0.009) (0.010) (0.017)

simpson
0.127*** 0.172*** 0.091*** 0.062 0.053

(0.041) (0.034) (0.035) (0.054) (0.050)

ln _labor input
-0.026*** 0.031*** 0.000 0.017 0.061***

(0.008) (0.006) (0.006) (0.012) (0.014)

sratio
0.086*** 0.079*** 0.094*** 0.064** 0.139***

(0.022) (0.016) (0.019) (0.032) (0.046)

其他变量、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782*** 0.931*** 0.304*** 0.154 1.256***

(0.118) (0.091) (0.091) (0.149) (0.207)

R2 0.394 0.380 0.338 0.317 0.347

样本数量 18009 27638 33350 17479 94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五、结论与评述

本文基于 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并考虑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实际情况进行拓展，

得出农户生产性特征对农药单位用量的影响机制，同时，运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对具

体影响大小和方向进行了分析。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作为生产保障型要素，农户的

①
由于本文没纳入生产环节可能存在的雇工的情况，因此对于劳动力的影响未来还可再做进一步深入的细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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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用量除了农药价格、农产品价格等市场因素的直接影响外，主要还受到农户生产性特征因素的

影响。具体地，化肥施用强度越大的农户，一定程度上其农药单位用量也相对更多；土地面积的增

加则可能通过满足更好的生产条件（如机械化水平提高或利于使用无人机喷药等其他技术手段）等

机制来降低病虫草害发生率或提高用药效率，从而有助于减少各作物农药单位用量，而土地细碎化

程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土地规模对农药的这一减量作用，特别是大田类主粮作物，受细碎化程

度的影响相对更大。此外，农户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会影响其农药用量，产出农产品中用于销售的

比例越高，农户生产过程中更有可能出于对产量的追求而施用相对更多的农药。劳动力投入的影响

由于无法得知可能存在的雇工等其余相关情况，因此目前研究存在一定不足和局限性，未来在获取

更多相关数据资料后将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由于农药的保障性功能，其在农业生产中的施用机制与其余生产性要素有所不同，

农药施用强度除市场因素外还受到农户生产性特征的重要影响，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具有较强的

关联性和协同性。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农药减量计划之目标，应在理解农户保障商品性产出的

生产需求前提下，重视要素间这一系列的关联性以及品种间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

策建议：一方面，农药减量与化肥减量行动的实施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因此关于二者具体

的减控行动或可统筹进行，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促进农户间土地合理规模化流转、

降低大田作物农户的土地细碎化程度、改善生产条件等也是可以有效保障农户产量、增强其生产安

全感、在长期中从根本上提高用药效率、降低用药强度的有效手段。此外，政府还可通过新闻宣传

引导普通消费者逐渐改变诸如过分重视农产品外观品相等消费习惯，从需求端反向促进农户在进行

生产决策时减少对外观更完好的农产品产量的追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药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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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Rural Households’Productive Characteristics on Pesticide
Application:Mechanism and Evidence

Gao Jingjing Shi Qinghua

Abstract:As a guarante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estici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table and high yield of

agriculture. However, overuse of pesticides and low average utilization rate are widespread i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extends the general form of damage-abatement production func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production situation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 productive characteristics on pesticide application behavior. It

uses the dataset of National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 from 1995 to 2016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productive characteristic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ir pesticide consumption. Specifically, the intensity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while land cultivation scal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However,

the degree of land fragmentation will reduce this reduction effect of land scale, especially for staple crops. In addition, the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sticide use intensity. The farmers who

plan to sell mor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more likely to use more pesticide.

KeyWords: Pesticide; Damage-abatement Production Function; Land Scale;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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